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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康有为“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论辩述评∗

姜 广 辉　 　 　 肖 永 贵

摘　 要：“壁中书”指西汉伏生屋壁所出古文《尚书》，以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经典等，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

争的主阵地，是破解汉代经今、古文之争这一学术公案的关键。 清末，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倡导变法，著
《新学伪经考》，认为“壁中书”都是刘歆伪造，并从古文《尚书》、古文经典和古文字材料三方面全力证伪，形成了系

统的论证逻辑和原则，激起晚清、民国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再认识、再争鸣。 既有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

派”学者推崇与阐扬，也有洪良品、朱一新、符定一、钱穆等驳正者全力批驳，从而瓦解康氏论说。 但诸家也有说理

不透之处，故本文通过述评的方式，亦述亦评，加以补苴之，期以呈现历史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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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中书”系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主阵地，
是破解汉代经今、古文之争这一学术公案的关键。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付梓，将
《史记》《汉书》所载“壁中书”事全归刘歆伪窜，全
力以今文经学非难古文经学，直接引发了晚清、民国

对汉代经今、古文的再争论、再认识。 其时，学界围

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命题展开激烈论辩，其“壁
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论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 既有

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大力推崇和

阐扬康说，也有洪良品、朱一新、符定一、钱穆等驳正

者从康说的立论依据、论证逻辑以及具体论据，驳正

其谬误，瓦解其论说。 双方的激烈论辩，在晚清、民
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推崇与

阐扬者无非是为康氏摇旗呐喊，驳正者虽然对康说

进行了严正驳斥，但仍待进一步完善，方可宣告康有

为“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谬误的终结。 故此，本
文立足康氏“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梳理晚清、
民国学界对康氏的推阐与驳正，评述其中是非，弥补

学界对康氏“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及其论辩缺

乏全面梳理的缺憾①，为破解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

学术公案提供裨益。

一、康有为所谓“壁中书”及其真伪论辩

《伪经考》中“壁中书”仅出现七次，康氏论说仅

三次，另四次是其辨伪对象。 据此，“壁中书”似乎

不是康氏“新学伪经”说的重心。 但细读全书，“壁
中书出自刘歆伪造”实为康氏力证“古文经典系刘

歆伪窜”的核心。 所以，须弄清“壁中书”的初始概

念与内涵，对比康氏所谓刘歆伪造的“壁中书”，分
梳晚清、民国对此形成的论辩，述评其得失。

１．“壁中书”的初始概念与内涵

“壁中书”首见《说文解字·叙》。 许慎说：“时
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壁中书者，鲁
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 《记》 《尚书》 《春秋》 《论
语》《孝经》。”②所谓“古文”，是相对于秦汉流行的

“今文”字体而言的。 秦汉流行的“今文”字体是隶

书，而“古文”乃是曾经流行于六国的篆体文字，孔
子旧宅壁中所出之《礼》《记》《尚书》《春秋》《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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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皆用此种文字书写。 这些经典不仅书写字

体不同，篇章内容也有差异。 许慎编撰 《说文解

字》，曾从这些书中选择文字材料，列举古代篆书、
籀文的写法。

唐代的颜师古注《汉书》，两次提到“壁中书”。
一是注“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以考二十

九篇，得多十六篇”时说：“壁中《书》者，多以考见行

世。 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③此“壁中书”专
指孔安国所得孔壁古文《尚书》，属经学体系。 二是

注“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时

说：“古文，谓孔子壁中书。”④与许慎所说相同。 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称“孔子壁中书”是一种独

特的书体，既不同于秦汉流行的隶书，也不同于时人

曾见的缪篆和秦小篆，故笼统称之为“古文”。 当时

学人所谓“古文”，其意是较“篆书”和“缪篆”更古

老的文字，甚至以为是仓颉最初所造的书体，如《晋
书》卷六十《索靖传》载：“（索靖）作《草书状》，其辞

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 仓颉既生，书契是为。
蝌蚪鸟篆，类物象形。’”⑤ “古文”又被称为“科斗

文”或“蝌蚪文”，因其书体中时见蝌蚪状笔法而得

名。 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称：“鲁共王好治宫室，坏
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⑥《后汉书》卷九十

四《卢植传》载卢植上书有云：“古文科斗，近于为

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

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注：“古文，谓孔子壁

中书也。 形似科斗，因以为名。”⑦晋代杜预《春秋

经传集解·后序》叙及晋太康元年发现的《汲冢竹

书》时说：“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
皆简编科斗文字……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
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⑧古代谈论“科斗文”
的学者中，杜预曾亲见“科斗文”的实物，因此我们

可以说，所谓“古文”或“科斗文”并非空穴来风。 由

于孔子旧宅古书及《汲冢竹书》后皆失传，后世学人

包括康有为皆无由得见“古文” （或“科斗文”）书

体，因此转而怀疑“古文”（“科斗文”）文献之有无。
关于“古文” （“科斗文”）书体，直到近年出土

的《郭店楚墓竹简》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图版

公布，学术界才重见这一书体。 原来许多字今日楷

书写成横与竖或捺的结合，此种书体则写成大圆点

与竖或捺的结合，这样便满篇多见“小蝌蚪”了，“科

斗文”之名当是由此而得。 宋代朱长文《墨池编》
说：“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书序》，费氏注云：
‘书有二十法，蝌蚪书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头似虾

蟆子，故谓之蝌蚪。’昔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宫室，
得蝌蚪《尚书》。 又《礼记》 《论语》足数十篇，皆蝌

蚪文字。”⑨《墨池编》所谓“费氏注”，概指南朝梁国

子助教费甝，费甝曾撰《尚书义疏》十卷，其书今不

传。 “虾蟆”，今人称为“蛤蟆”；“虾蟆子”即俗所谓

“蛤蟆骨朵”。 实际上这是一种曾经流行于六国的

篆书文字。 当时汉代诸儒所称之“古文”经典，多由

此种书体书写。
“壁中书”史实载于《汉书·艺文志》。 刘歆《移

让太常博士书》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
得‘古文’于坏壁之中。”⑩ 《汉志》进一步明确恭王

坏宅所得，有“古文《尚书》及《礼》 《记》 《论语》 《孝
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近年出土的《郭店楚

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可以实证汉晋时

代所出之古书确曾有不同于隶书、缪篆和秦小篆的

“古文”书体，《汉书》所记并非虚构。 而刘歆责让今

文博士，主要并非强调此种书体的特异之处，而是强

调“壁中书”的经学价值，以期立古文经博士，辟今

文经学之弊端。
２．康有为所谓刘歆伪造的“壁中书”及其真伪

康氏认为刘歆伪造的“壁中书”包括三类：一是

古文《尚书》，含伏生所藏、孔壁所藏、河间献王所

得；二是壁中古文经典，即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
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三
是“古文字”材料“壁中书”。 康氏《伪经考》将三者

全力证成伪经，激起晚清、民国最激烈的论辩。
首先，孔壁古文《尚书》。 康说：“《汉·志》所谓

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

家》何以无之？ 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
异若何？ 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继而论

证《汉书·艺文志》所载鲁恭王坏壁得《书》事是刘

歆为了伪乱《尚书》而窜入，并引刘逢禄说：“盖此十

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

之以抑今文博士耳。”钱玄同认为，“河间献王及

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是《伪经考》最重大的发明

之一。康氏甚至怀疑伏生壁中《书》，“考六经之

传，有书本，有口说……伏生于《尚书》是其专门，即
有百篇，皆所熟诵”，《诗》与《春秋》等篇幅较长的

都可依赖口传保存，伏生又是秦博士，其《尚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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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烧，为何非要依赖壁藏？ 于是得出“壁藏亡

失之说更不待攻”的结论。
壁中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是否刘歆伪造？

经符定一考证，《孟子·万章》 《孟子·尽心》 《礼
记·缁衣》《尚书大传》《史记·殷本纪》《汉书·律

历志》等文献皆曾引此十六篇中之事。 符定一说：
“总核诸证，知十六篇中已有十一篇见于经典，足以

征其不伪矣。”今文经学家认可的《孟子》引《伊
训》《武成》，《礼记·缁衣》引《尹吉（告）》，《尚书大

传》引《九共》， 《殷本纪》 言 “作 《汤诰》” “作 《伊

训》”“作《典宝》”“作《原命》”，都是“康不能诬为歆

窜、歆窃，亦莫由诋为歆造、歆绐者”。 足见今、古
文经学家都认可十六篇古文《尚书》。 清前期考证

学家阎若璩在其《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卷第一百一

十三条明言：“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

《古文》。”康有为对这一重要考证结论故意视而

不见，否认历史上曾有真《古文尚书》十六篇出现。
这里，我们认为还有两个关键人物：鲁恭王刘余

和河间献王刘德，需要略做介绍。 汉景帝共有十四

子，鲁恭王刘余为汉景帝第四子，河间献王刘德为汉

景帝第二子。 两人都是汉武帝的庶母兄长。 司马迁

与汉武帝、鲁恭王、河间献王是同时代人而略晚，因
他为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其后发愤著《史记》。 虽

身为史官，但著《史记》之事并非受命于上，而是出

自其私人意愿。 由于当时的遭遇，对当朝之事无论

从资讯来源或形势避忌方面，多有掣肘之处，难免有

详古而略今的不得已难处。 因而他记叙汉景帝十三

子之事极其简略，只记叙“景十三王”的爱好和世

次，寥寥数语带过。 即便如此，司马迁还是在《史

记·儒林列传》中提及：“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

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此处

记载正同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之事相应。 司马

迁惜墨如金，既然在《儒林列传》中提及此事，又何

必在《鲁共王世家》中再提此事？ 正因为《鲁共王世

家》没有重提此事，康有为便断言这条是刘歆窜入

《史记·儒林列传》的。 康氏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刘
歆既然能窜入《儒林列传》，为杜绝世人怀疑，再窜

入《鲁共王世家》应该也不难。 所以，康有为这种说

法较为牵强。 另外，康氏由当时经师能背诵《诗三

百》使《诗经》得以传世，推论伏生也能背诵《尚书》
之文，不必依靠壁藏之《书》传世。 从学术规范来

说，这不过是一种推论而已。 其实《诗经》诸诗都是

有韵之文，便于背诵，且传习甚广。 《尚书》乃是上

古官方的政治档案，佶屈聱牙，本不便于记诵；且古

字古音，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若无文本，如何传习？
即使秦博士所职之书可以不烧，秦末兵荒马乱之际，
秦博士们逃难四方，谁会带着许多竹书逃难呢？

其次，壁中古文经典。 在《汉书艺文志辨伪》
上、下篇中，康氏先说刘歆乱《史记·儒林传》，以便

坐实伏生壁中藏《书》，得出“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

十”，以证壁中古文《尚书》皆为刘歆伪托。 进而

将《礼》《记》 《论语》 《孝经》全归刘歆伪造，分述于

“礼记”“论语” “孝经”类，强调“刘歆为《七略》、修
《汉书》，于是杂窜古文诸经于《艺文志》 《河间献王

鲁共王传》中”。
古文经典是否刘歆伪造？ 洪良品对比《汉书·

王莽传》《西京杂记》 《史通》，驳正“刘歆伪造古文

经典”并无实据，因《汉书》载刘歆“颠倒五经”而非

伪造。 《王莽传》载公孙禄说：“太傅平化侯（唐尊）
饰虚伪以偷名位……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
令学士疑惑。”公孙禄说唐尊“饰虚伪”与刘歆“颠倒

五经”，明显不同。 因为“‘颠倒’二字，训诂不作‘造
窜’解，于是非则曰‘颠倒’……若‘造窜’，则当论有

无，不必计是非也”。 公孙禄指责刘歆“颠倒五

经”，主要针对其想立古文经学。 符定一、钱穆专门

寻找证据阐明《周礼》《左传》早在刘歆前已有之，故
必非刘歆伪造。 第一，《周礼》行于周、秦、汉。 符氏

找到《周礼》行于周之证十四条，行于汉之证十条。
第二，刘歆之前已有人引《左传》，分别为子夏、荀
卿、刘向、翟方进（刘歆师）、班彪诸人，以及《孟子·
万章下》《韩诗外传》《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左

上》诸书，尤其是汉代今文学家和汉朝礼制都有引

《左传》。钱穆也认为：“路温舒、张敞等引《左氏》
尤在前，而方进之传《左氏》，则有明证矣。”

我们知道，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二十九篇

多出十六篇，久已不传。 古文《礼经》五十六篇，其
中十七篇与今文《仪礼》十七篇相同，多出三十九

篇，礼文久佚。 康氏并未见到其书，不知何以便断定

其为刘歆伪作？ 《论语》《孝经》既有今文本，也有古

文本，内容上的差异本不很大，姑置不论。 至于《礼
记》只有古文本，并无今文本。 《礼记》各篇明显非

成于一人之手，前人推断是七十子之徒散佚之作，汉
儒将其汇编成一书。 其中《大学》《中庸》《礼运》之
篇为儒学的经典文献，康有为所作《中庸注》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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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依托的就是后二篇。 他虽然没有关于《大学》的
专门著作，但在其著述的其他地方有不少论述。 康

有为在《伪经考》中将《礼记》定为刘歆伪作，自相矛

盾，康氏何以自圆其说？
最后，古文字材料“壁中书”。 在《汉书艺文志

辨伪》下篇中，康氏将涉及古文字的所有材料都归

于刘歆伪造，不仅这些用古文书写的经典版本是刘

歆伪造的，这些“古文字体”也是刘歆伪造的，为的

是要推行“小学”。
古文字是否刘歆伪造？ 钱穆认为，康氏对《史

记》所载古文字“均诋为刘歆所窜改”，而对《汉书·
地理志》载十一次“古文字”、三十八次“禹贡字”，
“则一字不提及”，因后者属今文经学，“不但证明有

古文《尚书》，且证明有《周官》……且证明有《左

传》矣”。符定一以《史记》 《中庸》载“书同文”和

琅玡台石刻为据，认为“孔子书六经，势不能不用古

文”。 逐一辨证《说文》有古文、有今文，还有古今

共用之字，“用之于今文经不伪，用之于古文经则诋

为伪，岂理也哉？”古文、小篆、今文一贯，“小篆与

今文经字不伪，则古文亦不伪”，并且《说文》所载

古文、籀文、小篆，符合文字发展的繁简演变规律和

原则，足证古文字不伪。
钱穆、符定一所言甚是。 汉晋以后学者虽然未

曾见到这种“古文”字体，但都相信它是历史存在，
很少有人存疑。 康有为勇于疑古，断然否定它是历

史存在，认为一切所谓古文经典连同它的文字载体

全都是刘歆伪造的。 这种做法实在鲁莽，对中华文

化的继承传播极为有害。

二、康有为推论“刘歆伪造壁中书”及其论辩

康有为以为，刘歆作伪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
他善于制造和利用伪经前提、佐证，并且他有伪经的

能力、能量和凭依。 为了证明“壁中书”都是刘歆伪

造，康有为还有一套自己的论证体系，晚清、民国学

界就此也形成了激烈的论辩。
首先，康有为认为，“秦焚书”是刘歆窜乱诸经

的前提。 《伪经考》载：
　 　 （刘）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

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

之：一则曰“书缺简脱”，一则曰“学残文缺”，又
曰“秦焚《诗》 《书》，‘六艺’ 从此缺焉”，又曰

“秦焚书，书散亡益多”。 学者习而熟之，以为

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

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

将《史记》载“秦焚书，书散亡益多”视作刘歆

“乘虚而入”、伪窜六经的窜入之地。 据此，刘歆才

能冠汉代学术以“书缺简脱” “学残文缺”，以便“假
校书之权”，全面伪经，推行古文经学。 其实，这里

有一个秦焚书对文化破坏程度的评估问题。 康有为

的潜台词是，虽然有秦焚书在先，但秦博士所藏图书

依然完整，不存在“书缺简脱” “学残文缺”的问题。
所以“书缺简脱”“学残文缺”云云，都是刘歆人为制

造伪经的借口。
其次，康有为认为，刘歆乱《史记》、撰《汉书》，

为伪造古文诸经做铺垫。 对于后世学者而言，有关

汉代的背景材料，只有记载国史的《史记》《汉书》为
人信据。 康推测刘歆的心理：刘歆为了兜售古文经

典使人相信，先在《史记》 《汉书》上下功夫，有意在

司马迁《史记》中窜入了古文经之事。 在康有为看

来，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古文经之事，所谓古文经之事

纯粹是刘歆制造出来，加入历史中来的。 而《汉书》
中记载古文经的材料非常之多，所以康有为破天荒

提出“《汉书》为（刘）歆所作”而非班固所作。
《史记》《汉书》所记之言、所记之事，晋代以后

之人已不能尽明，因而有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
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引》，
以及唐代颜师古的《汉书注》等。 诸人皆为一流的

学问家，皆不曾言及刘歆伪窜《史记》、亲撰《汉书》。
况且与《史记》《汉书》时代相近的文献资料甚少，像
刘歆伪窜《史记》、亲撰《汉书》这类议题本无资料加

以证实，康有为以臆断式的推论来立论，是欺世人难

以证伪其说。 然而，与康有为同时代的洪良品即起

而反驳，他根据《史记》 《汉书》记载，结合《史通》
《二十二史札记》等后人考证，论证刘歆曾续撰《史
记》，而非窜乱《史记》；《汉书》作者确系班彪、班固

父子，而非刘歆。
在我们看来，康有为为证刘歆伪经，不惜冒天下

之大不韪。 但他这样说的结果，却间接把刘歆塑造

成了文化巨人。 你看，以刘歆一人之力，能够伪造多

种古文经典，能够创造出一套系统的“古文”字体，
能够编撰出前四史之一的《汉书》来。 若非文化巨

人，谁能有如此宏大的文化成就？ 以至章太炎说：
“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这是不是对

康有为的反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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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氏为了证明刘歆的能力和能量，论证刘

歆凭其家学渊源与绝人之才，借王莽之权与私人、私
党、故智之力“倾售”伪经。 刘歆“上承名父之业，加
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 刘歆、王莽互相利

用，“歆既奖成莽之篡汉” “莽又奖成歆之篡孔”。
康氏推论，两汉倡导和推行古文经学的，都是刘歆的

私党、私人、故智，私人百数、故智千数。 “私党”主

要是与刘歆同事一朝者。 歆为国师，受莽尊信，故
《说文序》列“爰礼、杨雄、甄丰皆其私党”。 “私
人”，即“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此

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

学者也”。 “故智”乃王莽所征通古文经者。 因

“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如古文经传，授
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
《周官》……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

就此，洪良品、符定一、钱穆三人直言，汉代今、
古文经学之间如冰炭般互不相容，今文家何以不直

指刘歆伪经？ 洪良品认为，刘歆责让的太常博士为

何只说刘歆“非毁先帝所立”经典，对康氏所谓刘歆

“私改诏书”之罪，夏侯胜、师丹等对刘歆“怀恨怨

怒”之人，“何不发其增改诏书之罪，甘受其责”。
符定一也说：“太常为大庭广众之地，歆即胆大妄

为，决不能向太常博士任意虚构，将无说有，假使捏

造事实，而博士怨恨，三公大怒，岂有不指摘其作伪

者。”就康氏所谓刘歆“预布”售书之人，钱穆指

出：“此数千人者遍于国中四方，何无一人泄其

诈？”尤其是与刘向、刘歆父子同校书的尹咸、班
斿、苏竟、校书天禄阁的扬雄，桓谭、杜林，以及师丹、
公孙禄、范升等深抑古文诸经者，既无一人说刘歆伪

经，也无人发现其伪经迹象。 且“《伪经考》谓所征

通小学者皆歆伪遣，又谓（扬）雄从歆学，则奇字亦

出歆手，（刘）棻何忘其家丘而转学从雄？”

我们以为，如果真如康有为所说那般，王莽、刘
歆互相利用，刘歆能量巨大。 为什么王莽不久败亡，
遭到清算，而刘歆却没有遭到清算，他所倡导的古文

经学反而在东汉时期如日中天一般发展起来，涌现

出如郑兴、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服虔等著名

古文经学家，难道他们都是误信刘歆伪经的受骗者

吗？ 可见，康有为为了使今文经学发皇光大，向古文

经学发起疯狂的挑战，并且造成巨大的文化影响。
应该说他借助了晚清社会要求变革的时势力量，不
能说他手里掌握了真理。

三、关于康有为坐实“刘歆伪造壁中书”及其论辩

如何坐实刘歆伪造“壁中书”？ 康有为有其论

证的逻辑起点、论证原则。 然而，其逻辑起点和论证

原则都不能成立，而且自相矛盾。
第一，逻辑起点———“秦焚书未尝亡缺”。 康氏

先认定秦虽有焚书之令，“若博士所职，则《诗》《书》
百家自存”。 继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基础，定
“六经”未曾亡缺，故后世新出古文就是伪作。 他还

先假定“刘歆伪作诸经”。 《伪经考》开篇就说，“始
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后汉之时，学分今、
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

者也”。 后又力证“西汉新学皆系于伪”。
其实，康有为这一逻辑起点并不能确立。 先不

说“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是否事实，即
便如此，也不能预判古文经典一定不会问世。 国家

秘府所藏，一部典籍就可能有多种写本，而有秘府校

书确立定本的事务。 而一经校订成为定本，便以今

文———隶书的形式在社会上传写流布。 此后，由于

各种因缘，原来藏在山岩屋壁的六国时期的简帛文

献写本就有可能陆续出现，因为文字书体与今文不

同，而被称为“古文”经典，它不仅文字书体不同，篇
章内容也有所不同。 汉代已是“尊经”时代，“古文”
经典因为距孔子时代更近，更接近孔子原意，所以受

到热爱古文经学的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这本是十分

自然的事情。 康有为认定“六经”未曾亡缺，后出古

文经典皆是伪作，这种推论是相当武断的。
第二，论证原则———凡《史记》 《汉书》记载不

同，全从《史记》，以“史迁不载”为金科玉律，力证

《汉书·艺文志》所载壁中古文为刘歆伪造。 一是

不容司马迁有失，其未见、未说的，都不足信。 康氏

认为，史迁曾亲登孔子堂，“未尝言及孔庙所藏之六

经有缺脱而叹息痛恨之”。 迁既亲见，“若少有缺

失，宁能不言邪？”更有甚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

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 二是对比“壁中书”
与今文经，史迁不载，即为伪经。 他说：“（《诗》）三
家之外，史公无一字。”“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
其传经，安有不叙？”足见康氏以《史记》为辨伪的

根本参照，将《汉书·儒林传》所涉古文旧事，如“缀
周之礼”“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

传”中的“为之传” “六学从此缺矣”，视作刘歆“增
窜”“暗窜”“复窜”，得出“《史记》不著，盖出刘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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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伪” 的结论。 对此，赞同者如顾颉刚认为：
“我们可以用康长素先生的方法，拿《史记》 《汉书》
的两篇《共王传》来比较……这真奇怪：为什么《汉
书》全钞《史记》，却多了‘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

文经传’的一事呢？”足见其不仅赞同康说，更推

崇其对读比较的方法。 顾颉刚将康氏所谓刘歆“征
天下异能之士”以售经视为“毒辣”，说：“这件事情，
手段非常毒辣，一方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
一方面又令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凡古文学家的眼

光中感到的‘乖谬’和‘异说’都扫空了。”痛恨之

情可见一斑。
反对者则竭力驳正康氏《史记》《汉书》对勘法。

因为，康氏既认定《史记》是刘歆伪窜之书，又在《史
记》《汉书》比勘中唯《史记》是从，以伪证伪，实难令

人信服。 《史记》是否刘歆伪窜，朱一新认为：“若
《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河间献

王传》《鲁共王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
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 符定一则认为，
《史记》不止一人一家，“歆何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

目，遍改民间所有之《史记》？”

比勘《史记》《汉书》，唯《史记》是从，康氏论证

谬误有二。 其一，朱一新、洪良品都认为康氏对于

《史记》所载“合己意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
故康氏以《史记·儒林传》立论，却有意无视《史记》
所载“孔氏古文逸《书》十余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
起其家”。 其二，康氏以其所谓刘歆伪窜之《史

记》证刘歆撰作之《汉书》，谬误更甚。 故洪良品对

梁启超说：“信如尊言，则《史记》为窜乱不可辨之书

矣。 何以贵师（康有为）必专据此书，但于其中有合

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己意者，则以为

刘歆所窜入。”批判康氏对《史记》的取舍，态度极

不客观。 符定一也认为：“康（有为）谓《史记》（刘）
歆窜，《汉书》（刘）歆撰，焉用引之；《别录》 （刘）歆

依托，焉用援之。 既张其盾，复建其矛，以矛攻盾，遁
词知其所穷矣。”更有甚者，“《西京杂记》为伪书，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之已详”，康氏大量引用姚

说，又以姚氏所辨“伪书以攻人之伪，谬妄实甚”。

汉初推行黄老之学，直到汉武帝时才推行董仲

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言。 这时朝廷所能

做的，只是网罗儒学耆旧，对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才刚

刚启动和展开。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人，所以《史
记》中只有《儒林列传》，专注于当时传经之儒的记

叙，而没有如《汉书·艺文志》那样的篇章，详述典

籍的汇集和概述。 以《史记》所未载断言后世文献

皆伪作，那《汉书·艺文志》所载，岂不全是伪书！
康氏这个论证原则显然是说不通的。

四、结论

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将汉代所出古文经

典，关系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核心内容———“壁中

书”全归刘歆伪造，实际是为其倡导变法的政治目

的张本。 就此而言，康有为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其

政治目的。 在今人看来，康有为倡导变法的政治目

的是正当的，因而对其《新学伪经考》中武断的学术

见解多持一种宽宥的态度。 但是我们更欣赏马克思

的观点，一个正当的目的，不能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

达到，因为“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

是正当的”。 因此，我们并不应当宽宥康有为的这

一思想方法。
也有学者提出康有为所使用的“疑古辨伪”的

考证方法，对“古史辨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的确

是一个事实。 现代“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

就特别推崇《新学伪经考》考辨古史的方法。 “古史

辨派”冲击并矫正了盲目信古的史学痼疾，对于科

学研究古史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古史辨派”
的过分疑古，也对史学研究产生了负面作用。 这是

学术界所应认真反省和检讨的。
从经学历史的实际情况和康有为的论证来看，

康有为的“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之说，既不符合经

学历史的实际情况，在论证过程中又存在主观臆断、
牵强附会、自相矛盾等种种错谬，自然会激起晚清、
民国关于经今、古文全面之争的激烈论辩，促成晚

清、民国的经今、古文之争。 其实，中国传统典籍和

历史中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变革思想可供倡导社会改

革之用，康有为未能从传统经典中吸收这些养分，殊
为可惜！ 而其随意借用经今、古文之争的历史倡导

变法，以致故意迂回曲折地歪曲史实，则是吾辈学人

应当引为鉴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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